改良风俗 推动进步 维护正义

——郭秉文的现代大学文化引领思想新探
王运来

摘 要：郭秉文是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。归国后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，是一位集高明的教育家、高超的管理家、高妙的经营家、高调的活动家于一身的杰出的大学校长。他认为大学必须做到“学术与事功平衡”——学以致用、学用一致、用其所学，旨在让大学承担起改良社会风俗、教育国民进步、维护社会正义的历史使命。而加强自身修养、规劝他人言行、巩固发扬优良校风、协助附属机构、改良社会风俗，则是每一位大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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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郭秉文（1880－1969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教育家之一。1914 年即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；参与创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，先后任教务主任和校长；后又创办了孟禄眼中的“中国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”——国立东南大学。
他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，连续三次以中国首席代表的显荣身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，并均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，主持亚洲部会务。
笔者认为他是集高明的教育家、高超的管理家、高妙的经营家、高调的活动家于一身的杰出的大学校长。
1960年代，南高校友、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始人张其昀赴美拜访当年的校长郭秉文。郭秉文“畅谈五十年前他的办学方针，归纳为一个平字”，认为《大学》里修齐治平的“平”字，“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”。而办理大学,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“平衡”，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、人文与科学的平衡、师资与设备的平衡、国内与国际的平衡。
四个平衡，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。

对于郭秉文“四个平衡”的办学方针，台湾与大陆已有比较透彻的研究。它是在郭秉文卸任数十年以后归纳总结出来的。这种归纳——尽管是对自己的思想沉淀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提炼与归纳——是否涵盖了郭秉文最主要的教育思想？还有无与“四个平衡”并排而列的其他平衡呢？

笔者对郭秉文和那段历史研究有年，尝试利用“从后思索法”的研究方法与思考路径，回望郭秉文治校十年的历程，追溯其办学理念的脉络，透视南高东大骄人的业绩，研读郭子（黄炎培在《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》序言中如是称呼郭秉文）身前身后的文献，深感有第五个平衡跃然纸上，那就是学术与事功的平衡。
二

 “学术与事功平衡”， 简言之就是“学”与“用”的平衡，大抵可以用“学以致用、学用一致、用其所学”12个字，从目的、价值、功能三个维度来概括。

（1） 学以致用 

民国初年，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说还处在“前象牙塔”时代，大学对于“服务”和“应用”的意义与作用还没有清醒的认识，更遑论予以主动的应对。郭秉文就多次直陈国内教育的弊病，指出其“成绩甚少，进步甚迟”的症结就在于“不切于实用”。而“教育不切于实用，则凡教授（即教学——笔者注）、训练、管理等，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”。虽时过百年，而郭秉文发聋振聩的质问仍犹在耳：“学生之抛弃社会而求学于学校，毕业后既不能为农，又不能为工商，教育之本旨安在哉？”

教育的本旨究竟是什么？那就是“注重实用教育”
和“教育必裨实用”。郭秉文呼吁：“教育必裨实用，他国所风行而收收功之实际教育，当加意提倡之。”
何以才能使教授、训练、管理等深合于社会之需要，才能使教育有益于实用？郭秉文开出了两剂药方，就是“发达学子身心”和“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，而予以正确之引导”，
以“养成思想”和“应用能力”，“使学者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，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”。

为了达到上述目的，郭秉文极具眼光地提出了要从“职业引导”——即今日就业指导——切入的重要命题和独到见地。郭秉文告诉世人的新鲜思想是：“在世界文明各国中，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、教堂、学校以及各种社会等，皆视职业引导为其分内之事。”在考察和研究英美教育之后，他更是得出了“教育日趋于实用”的结论。

若不引以为戒，有力应对，中国很快就会面临“高等游民”浪潮的冲击，“教育为世诟病，学生被人唾弃”。郭秉文条分缕析，忧心忡忡：“当今吾国教育，尚未普及，彼毕业于学校者，已供过于求。若教育大兴，则毕业于学校者……势必流为高等游民而不止也。则教育为世诟病，学生被人唾弃，在所不免矣。”在论述过“选择适当之职业，诚重要事也”之后，郭秉文提出了学校成立“专司学生职业引导之事”的“职业引导会”并由“富于职业之知识经验者”充任引导员的观点。郭秉文对此充满了期待：“一校行之有效，则推及于全国，我国教育之前途，庶几有为！” 

（2） 学用一致

郭秉文主张“以适应社会需要，为设科主旨”。
由于社会需要随时变化，因此东大所设系科也因之而异。例如，鉴于社会体育不振，而任教者又多不明体育原理，而设体育专修科；鉴于人民生产力薄弱，而一般学子又缺乏知识技能，因而提倡职业教育；近代因生物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哲学之进步，教育学已成一种专门学科，“不造就此种专门人才，不足以促教育之进步”，遂增设教育专修科，等等。

东南大学不仅十分重视科学研究，硕果累累，独步海内，而且各系科皆格外重视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事业。例如，参与《新学制》的制定和《新教育》的创办；以中国科学社为大本营，组织各种专门学会，开展科学研究，进行科学传播；创办《学衡》，以“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”；首创“暑期学校”，提高从业教师的素质与水平，并使他们获得“亲知”（指自身的教育实践，是根本）和“闻知”（指他处学得的知识，是接枝）的根枝相接。而农科、商科的推广事业更可以说是功在当时，利在千秋。

（三）用其所学

郭秉文特别看重知识的活化和能力的迁移，“注重理想与实际之联络”，强调“所学者皆有所用，所用者皆本所学”。
而他自己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践行者。1925年，“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”
郭秉文突遭北洋政府免职，倡言“学者不党”的学者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祭品，就此结束了教育生涯。但他先进宏富的教育思想和绚烂多彩的办学实践，却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份丰富遗产，留给后人许多启迪。

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，退出教育界以后，郭秉文又将他的抱负、学识、才干倾注到其他领域，用“钟山之崇高、玄武之深静、大江之雄毅”般的国士言行诠释了“学术与事功平衡” 的另一种成功。1931年，郭秉文出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奉派驻英，以财政部次长兼任中英贸易协会主任，“争取友邦舆力，以纾国用之困，堪称外交、金融战中的第一线尖兵”。抗战以后，他代表中国出席善后救济预备会议与世界粮农会议，被推为“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”。他举重若轻，“卓越政治才华，也不在其教育外交之下”。

三

大学，不仅要适应社会的需要，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为社会服务，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，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社会增添财富，而且还要为预判和引领社会的发展，为改良社会，为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等，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。这既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题中应有之意，更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升华与超越。可以说，这种引领，具有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量齐观的作用，堪称是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。

（一）大学改良社会风俗

“大学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”的思想,
是郭秉文提出来的。这反映了一位大学校长的角色自豪感、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。要想真切、透彻地理解郭秉文的这一先进思想，就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。

1918年秋，南高代理校长郭秉文撰写了《关于本校情况报告书》，其中之一是《教育概况》。教育概况，分训育、智育、体育三项，这句话就是他所报告的“训育”中的点睛之笔。

按照郭秉文的解释，训育，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之义。训练注意启发，使学生知其所以然；管理注意实践，使学生行其所当然。二者交相为用，以致达到知行合一。换言之，对学生的训育是双管齐下，既反对“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”，也反对“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”，旨在使学生学用结合，言行一致。训育有着一整套的标准、方法、程序和实施途径。

     首先是标准。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的国民为理想中的人格。“此人格要素，必具有坚强之体魄，充实之精神，而于道德、学术、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。”道德培养强调注意两点，一是品性，如知力、情感、意志等都要趋于中正；二是行为，如容仪、言语、动作等都要趋于平和。学术培养则强调注意这样两点，一是知识，如普通知识、专门知识等都要使之明确；二是技能，如应用、美感等都要使之精熟。才识培养也强调两点，一是计划，如全局、局部等都要有悠久即长远的打算；二是执行，如作业、协调等均要有宽厚的精神。而中正、平和、明确、精熟、悠久、宽厚，又都须本着“诚”字。

      其次是方法。惟有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，才能使他们向着所定的标准不断地前进，即依据“利用天性、触发感觉、引起兴味、应用暗示、选择思想、养成习惯”的原则来进行。

     再次是 程序。先由自己，而后他人；次由学校，而后社会。总之，以成己为始，以成物为终：“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”；“对于同学之品性行为负规劝之责任”；“对于本校校风负巩固发扬之责任”；“对于本校附属学校之训育负协助之责任”；“对于本校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”。

      最后是实施。实施训育的方法有二：一是修养，二是服务。在修养方面，重视躬行与省察。设有学生省察表，每周由学生自己登记，学监调阅，教师根据学生的品德进行诱导。每学期汇交学监处，以此来评定学生的品行，并分别给予劝告或勉励。服务方面，重视实践与研究。校内凡与学生有关的各方面，均制定有《服务生职务规程》，由在南高各处所“实习”的“服务生”分期轮流服务，必要时还会召开服务生会议进行研究。每日由学监检查，并进行记载。在修养、服务两方面，无论个人或团体，均以说服和鼓励为主，直到完成为止。
 联想到前文郭秉文所说的“一校行之有效，则推及于全国，我国教育之前途，庶几有为！” 这句话，如果大学都能“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”，则高等教育对于社会之引领便会蔚成风气。

（二）教育关乎国民进步 

“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，乃教育也。”
这是郭秉文在《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》中提出的重要命题。在这里，他首先从反面论述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掣肘作用——“学校教育关系于国民进步之重要，吾国教育史，实一明证也” 。 “数千年之教育性质，皆偏于文学、哲学与道德诸方面，而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。”我国数千来的教育方法，则“颇似欧洲希腊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所盛行者”。这种特别的传统教育，“其性质影响于国民之过去颇大”。自西方新学输入以来， “中国的政治、工业、社会等，同时皆显改革。”古今相较，我国科学技术之所以发展迟缓，我国之所以落后，个中原因“可以恍然矣”。所以，他认为，“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纽，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”，“教育造成人才，为国家之栋梁，措国家于磐石”，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最为密切。可见，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——不管是进步还是后退——都是客观存在着的。而大学的开放性、进步性、宽容性则决定了它自然会给社会以“革新”的引领。
（三）大学维护社会正义

大学的一个价值是追求真理。而真理不分地域和时空，也不受种族和民族的限制。“大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思想、兴趣和同情感的普遍性。”郭秉文认为，大学的责任“是造就具有国际头脑、贤明、无私、能够抛弃自己民族偏见与偏爱的世界主义者”，就是“培养四海之内皆兄弟、宽容、和谐与平等的精神”。在利用教育机构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方面，大学能够起到重要作用。在国际关系中，一个国家的大学应该站在“国际正义”和“平等”的立场上，“维护正义，敢讲真话”，唯有如此，“才不辱其最高使命”。
也唯有如此，大学才会受到人们的推重和追随。大学素得风气之先，易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之精髓，“当求四境之新状况，以改革教育制度”。
郭秉文的思想不独在当时甚受推重，而且对后来的教育家和大学管理者们也可能具有影响。在他淡出大学舞台多年之后，又有人明确地表达了大学应该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的思想。如竺可桢就提出过多重使命的观点，尽显大学功能：“社会责任：服务地方，改良社会；道德责任:海上灯塔，社会之光；学术责任：振兴科学，繁荣文化。”
当然，最能显示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的观点还当数郭秉文的后来人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提出的中央大学要“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”、“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”的使命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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